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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多目标协同视角，以 2010—2021年东北地区的地级

行政区为样本单元，测算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和耕地利用效率，分析其演变特征和区域差异；进而通

过回归分析探索东北地区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与耕地利用效率的关系，计算现阶段东北地区农户耕

地经营的适度规模。结果表明：①2010—2021年东北地区的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和耕地利用效率均

有所上升，其中黑龙江省的农户耕地经营规模较大、耕地利用效率较高，辽宁省的农户耕地经营

规模较小，吉林省和蒙东地区的耕地利用效率较低。②在此期间，东北地区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和

耕地利用效率的区域差异扩大、离散性增强，规模较小和效率较低的地区仍占据较大比例，农户

耕地经营规模的两极分化现象逐渐明显，耕地利用效率的两极分化得到缓解。③东北地区农户耕

地经营规模与耕地利用效率之间具有显著的倒“U”型关系，当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处于较低水平时，

其增长对耕地利用效率具有促进作用；然而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对耕地利用效

率的影响由正变负。④现阶段东北地区农户耕地经营适度规模，在不考虑区域之间相互联系的前

提下为 11.61~11.95 hm2
，考虑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则为 10.04~10.10 h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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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以农户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农业经营制度使中国农户耕地经营

规模普遍偏小[1]。虽然以小农户个体经营为主要特征的耕地经营方式在特定时期促进了农

业发展，但现阶段其已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瓶颈，需通过耕地适度规模经营来破除束缚[2-3]。

耕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在区域资源禀赋和生产力水平等条件的约束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

调节其耕地规模实现生产要素充分配置以获取最优效益的耕地经营方式，是现阶段促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中国自 20世纪 80年代起即制定关于推行耕地适度规模经

营的方案，并在此后长期作为农业领域改革发展的重点方向[4]。随着中国农户平均经营的

耕地面积总体上升[5]，耕地适度规模经营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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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然而其数量有限且位置固定，因此各时期的农业发展都将耕

地利用效率提升作为关键目标。在耕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背景下，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与

耕地利用效率的关系成为研究热点。梳理相关研究发现，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与耕地利用效

率具体表现为何种关系尚未得到一致结论[6-9]。耕地利用效率测度方式及其指标选取的多

样化是导致研究结果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各地区自然和人文条件的多样性使二者

的关系也与研究区域的选择有关。此外，一些基于宏观尺度的分析证实了耕地利用效率具

有空间自相关性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10-11]，但现有涉及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与耕地利用效率

关系的探讨多未将其考虑在内，从而可能导致结论产生偏差。因此，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还

有待更多且深入的研究。

与发达地区相比，东北地区耕地流转情况和耕地利用效率仍然存在着一定差距[9,12]。

现代化大农业的建设定位意味着东北地区农业发展需要兼顾耕地适度规模经营和耕地利

用效率的提升与优化[13]。在这个背景下，亟待对东北地区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与耕地利用效

率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另外，东北地区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为了增

强耕地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不仅应该以农业产出提升为导向，而且还需要促进农民收入

增加和黑土地保护。因此，探索东北地区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与耕地利用效率的关系，应当

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多目标协同关系。综上所述，本文从多目标协同视

角，以 2010—2021年东北地区的地级行政区为样本单元，测算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和耕地

利用效率，分析二者在研究时段内的演变特征和区域差异；在此基础上，通过回归分析探

索东北地区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与耕地利用效率的关系，以期为加快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

进程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指东北地区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赤峰市、通

辽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以下简称为蒙东地区），区域总面积约 125万 km2[14]。2022年，
东北地区耕地总面积 3 738.14万 hm2，占全国的 29.3%；人均耕地面积 0.35 hm2，约为全国

平均水平的 3.9倍；共生产粮食 17 241.38万 t，是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25.1%[15-16]。作为中国

粮食主产区以及最大的商品粮基地，东北地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实现耕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已经成为加快东北地区建设现代化大农业

的重点任务。

本研究以 2010—2021年东北地区的地级行政区为样本单元，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

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国土调查成果共享应用服务平台（https://gtdc.mnr.gov.cn/），《中
国统计年鉴》[15]、《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6]、《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7]、《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

鉴》[18]，相关省级行政区统计年鉴①，以及部分地级行政区的年鉴资料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 

2    研究方法
 

2.1    农户耕地经营规模

在中国农业生产经营体系中，农户处于核心主体地位，是推动农业发展、实现农村繁

荣的关键力量。考虑到东北地区农作物的熟制为一年一熟，本研究定义农户耕地经营规模

为区域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与农户数量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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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耕地利用效率

随着发展观念的转变以及对耕地利用效率认知的不断深化，耕地利用效率的内涵得

到丰富拓展，形成涵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及三者之间多目标协同的综合含义

的耕地利用效率概念[19]。耕地利用效率的本质是包括多投入、多产出要素在内的投入产出

效率。投入要素主要为土地、劳动力、资本，产出要素的选取则应基于耕地利用效率多目

标协同的统筹考虑，即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协调共赢。在投入要素中，土

地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分别以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和农业从业人员数量表示，资本投入使用

化肥施用量以及农业机械总动力共同衡量[7]。产出要素包括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期望

产出为区域农业产出水平和农户经济收益情况，分别使用农业产值和农村居民人均经营

收入表示；以化肥施用过程中产生的面源污染（即 N、P这 2种污染物的排放量）反映耕地

保护情况并将其作为非期望产出，该要素的测算借鉴了参考文献 [20-21]。
本研究使用超效率 SBM模型测算东北地区的耕地利用效率，该模型由 Tone[22] 提出，

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23-25]。耕地利用效率是非负值，其越大说明效率越高。当耕

地利用效率小于 1时，决策单元存在效率损失；当耕地利用效率大于或等于 1时，决策单

元有效。 

2.3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是一种非参数检验方法。通过绘制核密度曲线，可以直观展示变量的分布

情况。本文使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东北地区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和耕地利用效率的数值

分布特征，其中核密度估计量使用高斯核函数计算。计算公式参见文献 [26]。 

2.4    回归分析

1）普通面板回归模型。本文通过回归分析揭示东北地区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与耕地利

用效率的关系。构建以耕地利用效率为因变量、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为核心自变量的普通

面板回归模型。模型同时引入农户耕地经营规模的一次项和二次项，以验证农户耕地

经营规模与耕地利用效率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普通面板回归模型的基本构成形式

如下：

f ueit = cons+α1 f msit +α2 f ms2
it +
∑
βkcvkit +εit （1）

式中，i 和 t 分别代表区域和时间；fue 为耕地利用效率，即因变量；fms 和 fms2 为农户耕地

经营规模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即核心自变量；另外，还在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cv）以排除

对回归结果的干扰，具体包括：人均 GDP（pgdp），人口密度（pdes，即区域人口数量与区域

面积之比），城镇化率（urb，即城镇人口数量占区域总人口数量的比重），灌溉水平（irr，以
具有灌溉条件的耕地面积与区域耕地总面积之比表示）；α1 和 α2 是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一次

项 fms 和二次项 fms2 的回归系数；β 是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k 为控制变量的编号；cons
和 εit 分别表示常数项和随机误差项。

2）空间面板回归模型。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表明某一地区的耕地利用效率被当地和

其他相关地区的耕地利用效率共同影响。在此背景下，普通面板回归模型的应用受到限制。

空间面板回归模型由于纳入反映区域之间相互联系的要素，因而可以提升回归结果的准

确性。对此，本研究在普通面板回归模型的基础上构建空间面板回归模型，主要包括空间

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2种形式，具体方法参见文献 [27]。使用空间面板

回归模型分析的重要步骤是建立空间权重矩阵，以体现区域之间的相关性。Tobler[28] 提出

的地理学第一定律指出，距离相近的个体之间相关性更强。因此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应遵

循这一原则。本研究使用反距离矩阵以及嵌套矩阵 2种方法建立空间权重矩阵。

反距离矩阵表明区域之间的相关性随空间距离的增加而减小，构建规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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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 j =

 1/d2
i j，i , j

0，i = j
（2）

式中，Wij 为空间权重矩阵的元素；dij 为区域 i 和 j 的距离。

嵌套矩阵在反距离矩阵的基础上考虑到农户耕地经营规模相近的区域之间应有较强

的相关性，构建规则为：

Wi j =

 1/d2
i j× (1/|d f msi j|)，i , j

0，i = j
（3）

式中，|dfmsij|为 2010—2021年区域 i 和 j 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平均值之差的绝对值。 

3    结果与分析
 

3.1    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与耕地利用效率的演变

1）时间变化趋势分析。图 1是 2010—2021年东北地区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与耕地利用

效率，如图 1a所示，由于农村人口数量减少以及耕地面积扩张，东北地区农户耕地经营规

模从 2010年的 2.02 hm2 上升至 2021年的 2.43 hm2。根据时间变化趋势可分为 4个阶段：

2010—2014年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呈现出波动下降的特点，并在 2014年达到最低值；

2014—2018年农户耕地经营规模持续升高，其中 2016—2017年增幅最大；2018—2020年
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2020—2021年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实现进一步提升。分区域而言，

2021年黑、吉、辽 3省与蒙东地区的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与 2010年相比均有所增长。农户

耕地经营规模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黑龙江省、蒙东地区、吉林省、辽宁省，其中黑龙江省

和蒙东地区的农户耕地经营规模高于东北地区平均水平，而吉林省和辽宁省低于东北地

区平均水平。该顺序的形成不仅受耕地和人口数量等禀赋条件的影响，而且与区域耕地流

转情况相关。黑龙江省的耕地面积具有主导优势且耕地流转率最高，因此农户耕地经营规

模较大。辽宁省的耕地面积最小、耕地流转率最低、人口数量多且密度大，从而使该省的

 

图 1    2010—2021年东北地区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与耕地利用效率

Fig.1    Peasant household’s cultivated land management scale and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ciency of northeast China in 201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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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位居末尾。蒙东地区与吉林省的耕地面积和耕地流转率较为接近，但由

于前者人口明显偏少使其农户耕地经营规模的排名相对靠前。

图 1b展示了 2010—2021年东北地区耕地利用效率的时间变化趋势。在此期间，耕地

利用效率从 0.333增长至 0.627。除 2016—2017年略有下降之外，耕地利用效率在研究时

段内的各年份均呈现上升状态，说明东北地区的耕地利用效率逐渐迈入中高水平行列。进

一步分析发现，东北地区耕地利用效率的增速存在阶段性差异：2010—2013年和

2017—2021年耕地利用效率增速较快；而在 2013—2017年耕地利用效率增速相对缓慢。

对比各地区耕地利用效率及其时序特征可知，2010—2021年黑、吉、辽 3省与蒙东地区的

耕地利用效率均实现提升，除了 2010—2011年黑龙江省的耕地利用效率略低于辽宁省之

外，研究时段内各地区的耕地利用效率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黑龙江省、辽宁省、吉林省、

蒙东地区。黑龙江省得益于商品粮基地建设较为完善，农业生产专业化、组织化程度高，

加之耕地地势平坦、集中连片且质量优越，其耕地利用效率始终高于东北地区平均水平，

并且与其他地区相比该优势逐渐扩大。辽宁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率处于东北

地区首位，较强的综合实力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技术与设备支持，土地集约化

利用突出，该地区同时还具备良好的水热条件，这些因素均有利于维持相对较高的耕地利

用效率。吉林省和蒙东地区的经济和农业专业化建设相对滞后于辽宁省和黑龙江省，并且

其耕地受水资源约束较为明显，因而耕地利用效率一直低于东北地区平均水平。

2）数值分布特征分析。以 2010年、2016年、2021年作为典型年份，绘制上述时点东

北地区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和耕地利用效率的核密度曲线。如图 2a所示，2010年和 2016
年农户耕地经营规模的核密度曲线大致接近，但与 2021年相比存在一定差异。从分布位

置来看，2010年和 2016年的曲线位置差异较小，而 2021年的曲线位置小幅度向高值区移

动，意味着东北地区农户耕地经营规模整体上有所提升。从分布形态来看，2021年核密度

曲线的主峰高度明显下降，宽度增加，说明东北地区农户耕地经营规模的总体离散程度呈

上升趋势，各地级行政区之间农户耕地经营规模的绝对差异扩大。从分布延展性来看，各

年度核密度曲线均具有高值区拖尾特征，且 2021年曲线的高值区拖尾拉长，分布延展性

存在拓宽趋势，这一方面表明部分地区农户耕地经营规模提升明显，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农

 

图 2    2010年、2016年、2021年东北地区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与耕地利用效率的核密度

Fig.2    Kernel density of peasant household’s cultivated land management scale and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ciency of northeast China in 2010, 2016 and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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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耕地经营规模较大地区与平均水平的差距有所扩大。从波峰特点来看，各年份核密度曲

线的主峰均分布在低值区一侧，说明农户耕地经营规模较小的地区仍占据较大比例；2010
年和 2016年为多峰，2021年为双峰，意味着农户耕地经营规模逐渐从多极分化向两极分

化过渡。

如图 2b所示，2010年、2016年、2021年东北地区耕地利用效率的核密度曲线具有显

著差异，且在多方面呈现随时间递进的特点。从分布位置来看，2010—2021年核密度曲线

的位置逐渐向高值区移动，说明在研究时段内东北地区的耕地利用效率整体上实现增长。

从分布形态来看，核密度曲线的主峰高度在 2010—2021年逐渐下降且宽度不断增加，表

明东北地区各地级行政区之间耕地利用效率的差异扩大，数值分布的离散性增强。从分布

延展性来看，2021年核密度曲线的延展性拓宽，高值区拖尾特征与 2010年和 2016年相比

略明显，意味着耕地利用效率在整体上增长的基础上，效率较高地区与平均水平的差距也

逐步拉大。从波峰特点来看，各年份核密度曲线的主峰均分布在低值区一侧，说明耕地利

用效率较低地区的规模依旧较大；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2010年、2016年、2021年的核密度

曲线均为双峰特征，但主峰和侧峰的落差逐年缩小，并且波谷的高度持续上升，这反映出

研究时段内耕地利用效率的两极分化得到有效缓解。 

3.2    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与耕地利用效率的关系

1）回归结果。根据 Hausman检验的结果，本研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

果如表 1所示。模型 1仅使用核心自变量——农户耕地经营规模的一次项和二次项进行

回归。结果显示，农户耕地经营规模的一次项回归系数为正、二次项回归系数为负，二者

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该结果表明，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与耕地利用效率具有明显

的倒“U”型关系。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处于较低水平时对耕地利用效率起到正向影响，然而

当达到一定程度后，边际效应由正变负，农户耕地经营规模的继续增长反而不利于耕地利

用效率的进一步提升。这是因为，当农户耕地经营规模较小，由于经营收入少造成农民兼

业现象普遍，影响了农户对耕地经营的管理投入；并且劳动力、机械等主要生产要素无法

得到充分利用，因而使耕地利用效率不高。随着农户耕地经营规模扩大，农户对耕地的依

赖和重视程度上升，更愿意采用先进的技术及相关社会化服务，生产要素配置得到优化；

还可以有效发挥农户精耕细作的经营管理优势，从而提升耕地利用效率。由于劳动力数量

及能力、精力等约束，当农户耕地经营规模过大时难以进行有效管理，容易造成粗放式利

 

表 1    基于普通面板回归模型的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对耕地利用效率影响回归结果

Table 1    Regression results of effect of peasant household’s cultivated land management scale on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ciency based on general panel regression model

 

自变量 模型1 模型2

fms（农户耕地经营规模的一次项） 0.2764*** （0.0483） 0.2175*** （0.0510）

fms2（农户耕地经营规模的二次项） −0.0119*** （0.0031） −0.0091*** （0.0032）

pgdp（人均GDP） 0.0270** （0.0126）
pdes（人口密度） 0.0003 （0.0012）

urb（城镇化率） −0.1952 （0.2071）

irr（灌溉水平） 0.3621*** （0.1166）

常数项 −0.1283* （0.0752） −0.1114 （0.2347）

Log-likelihood 504.193 513.268

AIC −980.386 −990.537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
、
**
和

*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空白处表示模型中不存在该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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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土地生产率因此降低；在此情况下，农户为保障短期收益，采取非环境友好生产行为的

可能性增大，这些因素最终导致耕地利用效率下降。在此基础上，模型 2引入控制变量进

行回归。可以看出，核心自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在引入控制变量后未发生变化。

另外，与模型 1相比，模型 2的 Log-likelihood 上升，AIC 有所下降，说明模型 2具有更好

的拟合优度，对变量之间关系的反映更准确。

为验证表 1中的回归结果是否可靠，

本研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2所
示。第一，考虑内生性影响。为尽量避免

原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

IV-2SLS方法，将核心自变量的滞后一期

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分析[29]。理由在

于农户耕地经营规模的滞后一期值与其现

值高度相关，且不会对耕地利用效率的现

值产生直接影响。根据模型 3展示的结果

可知，农户耕地经营规模的一次项和二次

项回归系数均显著，且符号与模型 1和模

型 2相比未发生变化。说明在考虑内生性

后，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与耕地利用效率之

间的倒“U”型关系仍明显存在。第二，改

变样本的取值时段。在剔除研究时段首年

和末年的样本之后进行回归分析。模型 4的结果显示，核心自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

性与全样本回归结果相对一致。第三，分析遗漏变量问题。为防止因遗漏变量而造成回归

结果偏误，本研究基于模型 1和模型 2计算了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一次项和二次项的遗漏

变量偏误系数[30]。结果显示二者均大于临界值 1，说明回归模型不存在明显的遗漏变量问

题。综上，可以认为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与耕地利用效率之间具有稳健的倒“U”型关系。

本研究进一步采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加以分析。在表 3中，模型 5、6使用反距离矩

阵，模型 7、8使用嵌套矩阵。其中，模型 5、7展示 SLM的回归结果，模型 6、8为 SEM的

 

表 2    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对耕地利用效率

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Table 2    Robustness tests of effect of peasant
household’s cultivated land management scale

on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ciency
 

自变量 模型3 模型4

fms 0.2347*** （0.0808） 0.1681*** （0.0535）

fms2 −0.0096** （0.0047） −0.0082** （0.003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Log-likelihood 483.319 479.317

AIC −934.637 −926.635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

和
**
分别表示在1%和5%的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fms和fms2分别为农户耕地经营规模的
一次项和二次项。

 

表 3    基于空间面板回归模型的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对耕地利用效率影响回归结果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effect of peasant household’s cultivated land management scale on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ciency based on spatial panel regression model

 

自变量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fms 0.2018*** （0.0452） 0.2153*** （0.0467） 0.2331*** （0.0466） 0.2576*** （0.0479）

fms2 −0.0100*** （0.0028） −0.0107*** （0.0029） −0.0114*** （0.0030） −0.0124*** （0.003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ρ 0.5297*** （0.0727） 0.2713*** （0.0603）

λ 0.5750*** （0.0759） 0.2930*** （0.0683）

Robust LM 16.413*** 2.744* 9.730*** 4.395**

Log-likelihood 534.070 532.594 522.605 521.430

AIC −1052.139 −1049.188 −1029.209 −1026.86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
、
**
和

*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fms和fms2分别为农户耕地经营

规模的一次项和二次项；ρ为空间滞后模型中因变量空间滞后项的回归系数；λ为空间误差模型中随机误差项空间滞后
项的回归系数；空白为无此项。

750 地　　理　　科　　学 45卷



回归结果。可见，核心自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与显著性均与普通面板回归模型的结果保持

一致。考虑到 SLM的 Robust LM 明显大于 SEM且具有更高的显著性水平，Log-likeli-
hood 和 AIC 亦表明 SLM的拟合优度较高，因此后文主要针对 SLM的回归结果进行解释

和分析[27,31]。结果显示，SLM中因变量空间滞后项的回归系数 ρ 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为正，说明耕地利用效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某一区域耕地利用效率的变化会

使其他相关地区的耕地利用效率发生相同方向的改变。因此在本研究中，空间面板回归模

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区域之间相互联系对回归结果的影响，从而提升核心自变量回

归系数的准确性。值得一提的是，使用反距离矩阵计算得到的 ρ 值相对较大，说明空间距

离较近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更深，其原因在于要素流动在此类区域更频繁。

由于 SLM的结构特点，表 3中模型 5、7显示的核心自变量回归系数无法准确反映农

户耕地经营规模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程度，需要通过空间效应分解计算得到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以及二者之和——总效应，结果如表 4所示。使用这 2种空间权重矩阵，农户耕

地经营规模一次项和二次项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全部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

符号未改变，这说明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对耕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在空间上向外

扩散。具体而言，某一地区的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发生变化，会直接影响当地的耕地利用效

率；同时，由于区域之间的相互关联，从而带动其他地区的耕地利用效率也发生变化，这反

过来又会对当地的耕地利用效率产生反馈效应。综上所述，在考虑空间效应之后，农户耕

地经营规模与耕地利用效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仍显著存在，进一步证明了该关系具有较

强的稳健性。

 
 

表 4    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对耕地利用效率影响的空间效应分解

Table 4    Spatial effect decomposition of effect of peasant household’s cultivated land management
scale on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ciency

 

效应分解
模型5 模型7

fms fms2 fms fms2

直接效应 0.2116*** （0.0483） −0.0105*** （0.0030） 0.2398*** （0.0492） −0.0118*** （0.0031）

间接效应 0.2323** （0.0935） −0.0116** （0.0053） 0.0854** （0.0337） −0.0042** （0.0019）

总效应 0.4438*** （0.1293） −0.0221*** （0.0078） 0.3252*** （0.0756） −0.0161*** （0.0047）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

和
**
分别表示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fms和fms2分别为农户耕地经营规模的一

次项和二次项。

 
2）农户耕地经营适度规模分析。表 1~4显示的所有回归结果表明，核心自变量均显著，

且一次项回归系数为正、二次项回归系数为负。这意味着，当农户耕地经营规模满足

∂fue/∂fms=0时，可实现耕地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因此本研究将其作为现阶段东北地区农户

耕地经营的适度规模。首先，根据表 1中模型 1以及模型 2的回归结果计算不考虑区域之

间相互联系时的农户耕地经营适度规模为 11.61~11.95 hm2。然后，以表 4中空间效应分解

得到的总效应为标准，计算考虑区域之间相互联系时的农户耕地经营适度规模为

10.04~10.10 hm2。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基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多目标协同视角，分析了 2010—2021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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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区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和耕地利用效率的演变特征和区域差异，探索了农户耕地经营

规模与耕地利用效率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计算了现阶段东北地区农户耕地经营的适度

规模。研究结论如下。①从时间变化趋势看，2010—2021年东北地区的农户耕地经营规模

从 2.02 hm2 上升至 2.43 hm2，并表现出“下降−上升−稳定−上升”的阶段变化特征；耕地利用

效率从 0.333提高至 0.627，具有“快速−缓慢−快速”的增长特点。在此期间，各地区农户耕

地经营规模由高到低依次为黑龙江省、蒙东地区、吉林省、辽宁省；耕地利用效率除

2010—2011年外由高到低依次为黑龙江省、辽宁省、吉林省、蒙东地区。②从数值分布特

征看，2010—2021年东北地区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和耕地利用效率在整体提升的同时，规模

较小和效率较低的地区仍占据较大比例，区域差异有所扩大、离散性增强。农户耕地经营

规模的两极分化现象逐渐明显，耕地利用效率的两极分化得到有效缓解。③东北地区农户

耕地经营规模与耕地利用效率之间具有显著的倒“U”型关系。当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处于

较低水平时，由于对耕地经营的管理投入不足以及生产要素未充分利用，使耕地利用效率

不高，这一阶段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增长可强化农户对耕地的依赖和重视，优化生产要素配

置、发挥经营管理优势，从而对耕地利用效率具有促进作用；然而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农户

耕地经营规模的继续增长容易导致耕地粗放和不可持续利用，从而使其对耕地利用效率

的影响由正变负。④以耕地利用效率最大化为导向，在不考虑区域之间相互联系的前提下，

东北地区农户耕地经营适度规模为 11.61~11.95 hm2；考虑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后，东北地

区农户耕地经营适度规模为 10.04~10.10 hm2。 

4.2    讨论

本文的主要贡献和新意是基于多目标协同视角揭示了东北地区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与

耕地利用效率的倒“U”型关系，阐述了过大或过小的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对耕地利用效率的

消极作用，进一步验证了发展耕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应当强调的是，农户

耕地经营规模与耕地利用效率的关系以及农户耕地经营适度规模的大小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与自然、经济、社会、技术等因素协同演进[4,32]，具有区域性和动态性。关于此类问题

的分析要与区域本底条件和发展现状紧密联系。

当前，东北地区普通农户的耕地经营规模水平相较于本研究测算提出的农户耕地经

营适度规模仍有较大差距，意味着适当扩大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可有效提高耕地利用效率。

而如何促进耕地流转是影响耕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关键[33]。作为耕地适度规模经营的主导

力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凭借其较强的专业化、组织化、市场化程度以及技术、资金等方

面的优势具有更高的耕地利用效率。然而目前东北地区的耕地流转相对滞后，耕地向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流转的比重明显偏低，并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存风险较大[34]。为此，东

北地区一方面要创新耕地适度规模经营模式，大力培育并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政

策引导支持普通农户向职业农民转变；另一方面要优化耕地流转方式，鼓励耕地向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流转，从而为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创造基础条件。最后，应更加重视区域之间在

农业领域的合作，谋求耕地利用效率的协同提升，实现东北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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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peasant household’s cultivated land manage-
ment scale and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ciency in northeast China

from perspective of multi-objective collaboration

Ning Jiachen1,2，Zhang Pingyu1,2，Yang Qifeng1,2，Ma Zuopeng1，Chu Nanchen3

（1. Northeast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Agroec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angchun 130102,
Jilin, 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Colleg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Heilongjiang, China）

Abstract:  As a leading area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arge-scale agriculture,  northeast
China needs to give consideration to enhancing both peasant household’s cultivated land man-
agement scale and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ciency, so it is necessary to research their relationship
in depth.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multi-objective collaborativ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so-
cial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Using  the  prefecture-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northeast
China  from  2010  to  2021  as  samples,  peasant  household’s  cultivated  land  management  scale
and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ciency  were  calculated,  and  their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re-
gional differences were analyzed. 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asant household’s cultivated
land  management  scale  and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ciency  in  northeast  China  was  explored
through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the moderate peasant household’s cultivated land management
scale  in  northeast  China  at  this  stage  was  estim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Both  peasant
household’s  cultivated  land  management  scale  and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ciency  in  northeast
China  increased  from 2010  to  2021,  with  larger  peasant  household’s cultivated  land  manage-
ment scale and higher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ciency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smaller peasant
household’s cultivated land management scale in Liaoning Province, and lower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ciency in Jilin Province and eastern Inner Mongolia. 2) During the period, regional dif-
ferences in peasant household’s cultivated land management scale and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
ciency  in  northeast  China  expanded  and  the  dispersion  was  enhanced.  Regions  with  smaller
peasant household’s cultivated land management scale and lower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ciency
still  accounted  for  a  large  proportion.  The  polarization  of  peasant  household’s  cultivated  land
management scale was gradually obvious,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ciency
was  mitigated.  3)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verted  “U” -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easant
household’s  cultivated  land  management  scale  and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ciency  in  northeast
China. When peasant household’s cultivated land management scale is at a low level, its growth
has a promoting effect on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ciency. However, after reaching a certain level,
the effect of peasant household’s cultivated land management scale on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
ciency changes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4) Currently, the moderate peasant household’s cul-
tivated land management  scale  in  northeast  China is  11.61-11.95 hm2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interconnectivity of regions,  while it  is  10.04-10.10 hm2  that  considering the interconnectivity
of regions.
Key words:  peasant  household’s  cultivated  land  management  scale;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
ciency;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north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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